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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澳門回歸以來，特別是在全球網絡新聞大浪潮之下，網絡新聞得以蓬勃發

展，並且正在衝擊傳統媒體，改變了既有傳媒生態以及新聞生產、流通與消費邏

輯。本文通過案例研究，梳理了互聯網時代澳門傳媒生態的變化，特別是互聯網

如何創造更為多樣化的傳播主體，以及網絡新聞實踐如何打開另類公共空間——

從日常生活中的社會監督，到針對壟斷企業的文化干擾行動，再到直指政府官員

甚至是政府體制的政治動員，以期把握新聞與政治文化之間複雜的動態關係。

關鍵詞：網絡新聞　傳媒生態　社會監督　文化干擾　政治動員

一　引言

2017年9月17日，年僅二十六歲的澳門青年蘇嘉豪以9,213票、得票 

第十二位當選澳門特區第六屆立法會議員，成為澳門歷史上最年輕的立法 

會議員。這個結果令許多向來關注澳門政治的人感到十分意外。實際上在

2017年底，由「青年」（youth）和「震盪」（quake）兩個單詞組成的「青年震盪」

（youthquake）一詞成為了《牛津詞典》（Oxford Dictionaries）的年度詞彙，指涉

由青年人的行為或影響所產生的社會政治變革。這一波青年震盪可以說席捲

全球，法國、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都看到年輕人所展現出來的前所未

有的政治、社會能量。在澳門，以青年為動員對象的蘇嘉豪在《訊報》發表評

論文章〈青年震盪席捲不容忽視　總會還給他們一點顏色〉1，可以看出澳門

已經成為全球青年政治參與趨勢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與歐美二十世紀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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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術論文 戰後「嬰兒潮」一代不同，這一波青年震盪的主體「千禧世代」出生並成長在互

聯網傳播通訊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因此，我們認為要理解澳門「史上最年輕

議員」的出現乃至其背後邏輯，需要先考察澳門互聯網的發展及其對傳媒生態

和青年網絡世代的深刻影響。

相較於臨近地區，澳門的互聯網發展起步稍晚，在1995年才開始試驗性

地向公眾提供國際互聯網服務，在1999年回歸之前，澳門居民上網率只有

10%左右，但截至2018年，澳門居民的上網率已經高達84%，這一比例遠超

過全球的平均水平（54%）；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尤其迅速，2018年澳門網民中

通過手機上網的比例已經達到96%2。通過互聯網獲取資訊特別是新聞信息，

是澳門網民使用網絡的首要目的，同時也是最主要的網絡實踐形式之一，而

Facebook、微博等社交媒體在澳門的發展和普及給澳門網民特別是青年網民提

供了網絡新聞實踐的新可能3。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互聯網以及移動互聯網

的發展深刻影響了澳門的傳媒生態，繼而成為回歸以來推動澳門社會變遷的

一個重要因素。

本文試圖從澳門網絡新聞實踐切入，考察在資訊科技革命和全球網絡新

聞浪潮下，澳門自回歸以來的傳媒生態變遷及其帶來網絡民主的可能性。由

於新聞媒體在保障公眾知情權、揭露腐敗、監督政府等方面的作用，其與民

主政治的緊密關係一直為學界所關注和期許。互聯網的普及激勵了學界對網

絡媒體能否帶來新的民主形式的想像，催生了一系列嶄新的新聞概念4，而

這些概念也已在很大程度上逐漸被澳門媒體和網民吸納到廣泛的媒體實踐

中，重新形塑了傳統新聞生產、流通與消費的邏輯，以及新聞與政治文化的

關係。

二　網絡新聞及其可能性

從歷史演變來講，網絡新聞並不是全新的事物，實際上，任何媒體都曾

經是某一歷史時期的「新媒體」，任何新聞實踐也都根植於既有文化體系，其

之所以被稱為「新」，只是因為它具有以往媒體和新聞實踐所不具備的某些特

質。比如，較之以紙為媒介的第一媒體、以電波為媒介的第二媒體和基於圖

像傳播的第三媒體，網絡媒體作為第四媒體或者「新媒體」，其新聞生產就兼

具了數位化、多媒體、超連結、即時性、交互性、虛擬性、定制性、參與性

等特點5。

根據這些特點，一些傳播學者發展出了「公民新聞」、「草根新聞」、「公共

新聞」、「參與性新聞」和「民主新聞」等一系列新概念，指涉仍處於被不斷更新

狀態的「網絡新聞」（networked journalism）6。特別是近二十年資訊技術和數

位媒體的快速發展，促使新聞傳播學界對網絡新聞的研究興趣愈來愈濃厚，

關注互聯網使用者如何變成網絡新聞中的一個節點，收集、處理與發布新聞

資訊。正如論者所說，「新的事實每天都在被挖掘出來；更多的觀眾回饋正在

被整合起來；更多的聲音正在被聽到；同一新聞報導的更多不同的觀點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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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呈現出來；更多的故事正在被發現、存檔並在更長時間內可被搜索到；更

多的有權力的人正在被更密切地注視着；而更多的人正在更積極地參與到世

界的變化中來——通過拍照、拍攝關鍵時刻的視頻，或者通過評論博客，或

者通過分享自己重要的故事」7。

在這個語境下，網絡新聞對傳統媒體和新聞模式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

擊。比如有學者認為，互聯網情境下「人人皆媒體」的形態是從根本上對傳統

媒體和新聞做出的回應、挑戰甚至是反制8。隨着互聯網全面滲透並且深入

影響了新聞生產、傳播和消費流程，新聞範式也面臨深刻的轉變。基於這種

新聞範式轉變，許多學者認為網絡新聞在很大程度上對網民實現賦權，即網

絡新聞的參與體現了一種新的民主形式9。這是因為網絡新聞模式很大程度

上模糊了新聞生產與消費的界限，甚至讓樂觀期待的「消費生產一體化」

（produsage）新聞模式成為可能，使網民在充當新聞消費者的同時，也轉變成

為新聞生產者、發布者和傳播者，成為了網絡新聞的「產消者」（prosumer）bk。 

這種使傳統被動的新聞消費者轉變成為較為積極的新聞生產與消費者的「產消

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傳統媒體和新聞生產的「把關人」限制，傳統媒體組

織難以再完全壟斷新聞資訊的搜集、整理、過濾、選擇、處理、加工和傳播

的完整鏈條和每個環節，而普通網民公眾能夠參與其中並在一定程度上充當

「自我把關人」的角色。網民既利用集體智慧、更具創意的網絡表達形式，也

借助這種去中心化的模式，直接「在傳統的機構與組織框架之外，形成共同分

享、相互合作、集體行動」的新的新聞生產模式bl。

這種繞過傳統新聞「把關人」的「產消者」新聞範式，被許多學者認為帶來

了民主的可能性。網絡新聞模式使「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新聞工作者」，這成為

人人均可享有的一種權利，即每個人都有權利去表達、交流自己的資訊和觀

點bm。這種人人皆有、皆能的表達權利，實際上是對社會權力進行去中心化、 

去神秘化的過程，被學者視為能夠促成社會的「權力轉移」，即權力從傳統的

精英階層向普羅大眾轉移，從而促進社會權力的公平化，並最終打開民主化

的新可能bn。這種基於網絡新聞模式的民主化新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分子狀態

的民主」（molecular democracy），因為它不再依賴於龐大和封閉的新聞機構和

政府政黨，而是借助去中心化的、更廣泛的、更深入的協作網絡bo。甚至有學 

者認為，基於這種網絡新聞模式形成的上述種種抽象概念，已經成為了一種

普遍的信念和信仰，這種信仰本身就已是一種強大的改造社會的力量bp。

當然，也有許多學者對這種過度樂觀的態度提出批評。比如，麥克切斯

尼（Robert W. McChesney）認為網絡新聞仍然是在特定的政治經濟結構下的產

物，屈從甚至服務於特定的商業壓力和商業利益，並不具有真正的民主解放

潛力bq。米勒（Toby Miller）甚至認為將網絡新聞與民主模式關聯起來本身就

是一種不切實際的互聯網崇拜br。總體而言，對網絡新聞民主潛能持樂觀態

度的學者還是要多於悲觀派，而學者之所以對網絡新聞充滿樂觀想像，一方

面是過於強調新媒體技術的作用，忽視了技術的社會屬性以及技術背後的行

動者和社會關係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把民主化約為一個宏大敍事的抽象

概念或者多元參與範式，而不是行動者利用新媒體技術在特定社會情境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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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術論文 具體實踐過程。為了探索這種具體的實踐過程，本研究特別關注三個主要方

面——社會監督、文化行動和政治動員——的具體實踐及作用。

首先，網絡新聞的社會監督功能是繼承傳統新聞監督的一種新發展。西

方傳統新聞專業主義者往往以「第四權」自居，強調其對於政治權力和社會生

活的「看門狗」（watchdog）角色和守望監視作用bs。而網絡新聞被認為與傳統

的組織化新聞媒體有同樣甚至更有效的傳播權力，因此對政治運作和社會公

共事務有至關重要的民主監督作用bt。有學者甚至樂觀地認為，網絡新聞能

更獨立、更有效地在社會監督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充當互聯網時代的「黑幕揭

露者」或「扒糞者」，或者所謂的「數字看門狗」ck。

其次，網絡新聞並不僅僅止於監督，往往還在此基礎上直接發展出文化

干擾（culture jamming）行動。不同於傳統新聞基於組織化的新聞機構和新聞專

業主義cl，網民生產的網絡新聞並不依賴於專業化的新聞機構，其新聞平台

同時是鬆散的網絡組織。網民往往會在監督揭露性報導的基礎上，發展出特

定的文化干擾行動，展現其突破傳統媒體的潛力cm。這種文化抵抗形式在港

澳地區尤其明顯，即在特定的網絡新聞平台對壟斷企業、政府部門和政府官

員進行監督的同時，也會通過「惡搞」的方式表達對特定事件的不滿cn。

再次，網絡新聞與政治動員的關係已經被很多學者研究討論。第一，網

絡平台的線上動員、溝通、參與、傳播成本較低，能相對容易地招募成員、

組織行動和維持運動，同時網絡平台還凝聚了線下行動所必需的不滿、憤

恨、憤怒、悲情等情緒co。第二，網絡新聞平台能整合線上和線下行動模

式，一方面將線上的網民討論發展為線下的街頭行動，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網

絡平台直接支援和豐富線下行動的展開和創新cp。第三，網絡去階層化和去

中心化的民主結構，有利於激發線下個體自我行動的積極性，從而組織分散

式而非中心化、扁平式而非階層化的線下行動cq。

基於上述文獻綜述，本研究希望在傳統網絡新聞民主研究的宏大敍事和

技術維度之外，在澳門傳統傳媒生態基本親官方立場的特定社會情境下cr，

關注澳門網民在地的、具體的、日常生活的新聞實踐，希望藉此深入細節，

把握新聞與政治文化之間複雜的動態關係，而不將其視為一個先驗的公理。

我們主要的研究問題是：在新媒體科技的衝擊之下，澳門的新聞傳媒生態產

生了怎樣的嬗變，這種嬗變如何通過其社會監督、文化干擾行動和政治動員

的在地化實踐呈現出來，其背後又揭示了怎樣的權力關係？

為了回答這一研究問題，本文採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在具體的案例選擇

上，標準並不在其普遍性而在其特殊性，有賴於研究者目的性、理論性和判

斷性的選擇。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主要採用虛擬民族志式田野研究方法，

即由研究者在網絡空間對特定對象進行觀察，並在虛擬、在線的網絡環境中

進行民族志研究。針對網絡新聞的虛擬民族志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傳統新聞編

輯室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並展現出虛擬網絡獨特的闡釋能力和闡釋彈性。在

具體的操作上，本研究的田野觀察從2011年持續到2017年，具體的觀察田野

主要是澳門的網絡新聞空間，包括網站、社交媒體Facebook專頁、視頻網站

YouTube頻道和移動手機應用程式（AP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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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絡衝擊下的澳門傳媒生態

澳門作為華文媒體最早的發源城市，誕生了中國第一份外文報紙《蜜蜂華

報》（Abelha da China, 1822）以及第一份中文期刊《雜聞篇》（1833）cs。但是， 

澳門畢竟只是一個六十萬人口左右的小城市，其媒體的發展空間十分有限，

時至今日，主要的傳統新聞媒體已經式微（筆者的田野觀察和其他相關的調 

研都佐證了這一點）ct。實際上，目前澳門所有註冊發行的十幾家報紙的總 

印數也只有十萬份左右，即使佔澳門報業總銷量八成的《澳門日報》也只有 

五萬份的日銷量，而有的報紙發行量甚至已經不過千份dk。相對於傳統新聞

媒體式微，網絡新聞媒體卻發展迅猛（表1、表2），首先是傳統媒體通過建立

新聞網站、Facebook專頁等進行網絡化轉型；其次是借鑒香港獨立媒體的發

展經驗，依託於互聯網的獨立媒體也異軍突起，填補了澳門傳統傳媒生態中

獨立媒體這一塊空白；再次是另類媒體從網絡新聞「惡搞」起家，但卻迅速發

展成為正式註冊的媒體集團；最後是基於Facebook建立的新聞專頁，成為澳

門網絡新聞生態中日益重要的一種媒介形式，對澳門社會與政治的影響愈益

彰顯。

表1　澳門現有傳統媒體

媒介類型 分類 名稱 成立／開播時間

報紙（日報）

中文

《澳門日報》 1958年8月15日

《華僑報》 1937年11月20日

《大眾報》 1933年

《市民日報》 1944年8月15日

《星報》 1963年10月5日

《正報》 1978年11月

《現代澳門日報》 1987年3月18日

《新華澳報》 1989年12月20日

《濠江日報》 2008年3月28日

《澳門晚報》 2010年9月8日

《澳門時報》 1972年

《力報》 2011年9月2日

《正思今日澳門》 2005年

葡文

《句號報》（Ponto Final） 1991年12月18日

《澳門論壇日報》（Jornal 
Tribuna de Macau）

1982年

《澳門今日》（Hoje Macau） 1990年7月2日

英文

《澳門郵報》（Macau Post 
Daily）

2004年8月27日

《澳門每日時報》（Macau 
Daily Times）

200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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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電視台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澳廣視」）

1998年2月

有線電視台 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7月

衞星電視廣
播服務公司

澳門衞視股份有限公司 1996年

澳亞衞視有限公司 2001年6月

澳門蓮花衞視有限公司 2009年1月

廣播電台
公營 澳門電台 1933年8月26日

私營 綠邨電台 1950年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的《澳門年鑒》及各媒體公布資料。

表2　澳門現有主要網絡新聞媒體

類型 代表媒體 網絡形式 備註

傳統媒體

《澳門日報》

Facebook新聞專頁 51,444人讚好，56,541人追蹤

YouTube頻道 429人訂閱，265則視頻

其他形式 APP、微信公眾號

澳廣視新聞
（TDM）

Facebook新聞專頁 49,851人讚好，56,423人追蹤

YouTube頻道 728人訂閱，209則視頻

其他形式 APP、微信公眾號

獨立媒體

《論盡》媒體

Facebook新聞專頁 44,599人讚好，45,595人追蹤

YouTube頻道 587人訂閱，156則視頻，單
條視頻最高點擊量5,800次

《自己報》
Facebook新聞專頁 22,956人讚好，23,078人追蹤

其他形式 微信公眾號

另類媒體《愛瞞日報》

Facebook新聞專頁 105,417人讚好，108,075人追
蹤

YouTube頻道 3,827人訂閱，337則視頻， 
單條視頻最高點擊量9.8萬次

社交媒體

「澳門良心」 Facebook新聞專頁 12,644人讚好，12,643人追蹤

「澳門人」 Facebook新聞專頁 115,877人讚好，116,008人追
蹤

「愛澳門」 Facebook新聞專頁 44,856人讚好，46,225人追蹤

“IMT Channel”

Facebook新聞專頁
（已註銷）＊

35,134人讚好，35,791人追蹤

YouTube頻道（已
停更）＊

1,330人訂閱，22則視頻，單
條視頻最高點擊量7.8萬次

資料來源：根據田野觀察整理，備註資料截至2019年6月（＊截止至註銷、停止更新前的田野觀

察數據）。上述媒體大多設有網站，其中《澳門日報》網站的澳門地區訪問量排名三十五，參見

www.alexa.com/topsites/countries/MO。

說明：傳統媒體方面，選取了當前澳門發行量最大的當地報紙《澳門日報》以及收視率最高的	

當地電視台澳廣視；其他三類媒體方面，則選取了田野觀察中該類媒體最具典型性的例子進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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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媒體的網絡化

澳門自1995年正式提供互聯網服務以來，服務普及迅猛，網絡滲透率及

家庭聯網率等資料均表明澳門已經進入了相對發達的網絡社會。在此背景

下，2018年網絡新聞閱讀已成為澳門網民最主要（84%）的網絡活動之一dl。

筆者的民族志觀察也發現，互聯網已成為大多數澳門網民日常最主要的新聞

來源，甚至是年輕受訪者的唯一新聞來源。因應這一變化，澳門大部分傳統

媒體（比如《澳門日報》、澳廣視等）都開始了網絡化轉型，在傳統的印刷版本

和電視版本之外，通過互聯網發布新聞，同時側重網絡新聞互動、超文字和

多媒體的功能。但是，從紙張到互聯網的延伸，並不一定意味着傳統媒體已

經真正實現網絡化；傳統媒體往往只是添加了一個新版本的新聞，而其整個

新聞生產邏輯和流程基本保持不變，依然依靠專業的新聞編輯室、編輯系統

和專業記者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澳門傳統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因應了網絡社

會的發展而進行初階的網絡化轉型，特別是豐富了新聞版本，也建立了跨媒

介新聞發布系統，但並沒有從本質上改變新聞生產的邏輯。

（二）獨立媒體的崛起

澳門不斷發展的傳媒生態也為獨立媒體提供了土壤，《論盡》媒體就是澳

門獨立媒體的一個典型。所謂「獨立媒體」，是一種點對點的創新共同體，具

有更獨立、更平等、更民主的特徵，與官方話語體系下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

完全不同dm。換言之，獨立媒體為新聞話語權的建構，提供了傳統媒體之外

的其他可能。於2012年10月正式成立，標榜「獨立、公義、良知、多元」的

《論盡》媒體便展現出澳門獨立媒體特有的在地化特徵。首先，《論盡》媒體出

版刊物的發行方式與傳統獨立媒體不同。與大多獨立媒體的免費派發策略相

異dn，《論盡》媒體自2013年5月正式擁有出版刊物（紙本月刊）開始，就效仿

近年澳門大部分傳統媒體（如《澳門日報》）都開始了網絡化轉型。（圖片由林仲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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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術論文 傳統主流媒體，以售賣的方式公開發行。其次，《論盡》媒體的新聞來源與傳

統獨立媒體不同。獨立媒體往往鼓勵其採編團隊充分利用「公開發表」（Open 

publishing）內容，或者直接從公民記者處獲取文章，但《論盡》媒體擁有由少

量專業編輯和記者組成的採編團隊，其新聞報導大多來自採編團隊而非公民

記者。最後，《論盡》媒體關注的新聞議題與一般獨立媒體不同。其關注議題

更多地聚焦於澳門本地社會和政治問題，如澳門的土地荒、病態賭博、醫療

政策、新聞自由和行政長官選舉等，對於大多獨立媒體關注的商業和企業利

益問題卻涉獵甚少。

（三）另類媒體的黨派與機構化

通常意義的「另類媒體」與固守專業性、真實性、客觀性原則的專業化、

組織化甚至政府化的傳統媒體不同，往往基於線上平台運營，組織結構相對

鬆散，也更樂於接受自由職業和業餘公民記者。澳門典型的另類媒體《愛瞞日

報》也同樣展現出一些澳門特色。《愛瞞日報》粵語發音與澳門發行量最高的官

方背景報紙《澳門日報》相似，版面仿照《澳門日報》，有「惡搞」的意味。《愛

瞞日報》成立於2005年11月，其創刊號刊登於「新澳門學社」的官方出版物《新

澳門》雜誌中，而新澳門學社是以「民主派」自居的澳門政治組織。換言之，

《愛瞞日報》自誕生之日便屬於一個特定的政治團體，具有明確的政治立場，

並堅持以諷刺漫畫和文章批評政府。雖然《愛瞞日報》依託新澳門學社而有較

成熟的傳統線下分發渠道，但仍極為依賴互聯網，建立了自己的官方網站、

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得益於互聯網的普及，《愛瞞日報》並沒有像

一般的另類媒體一樣去機構化do，反而從一個側重諷刺的小報蛻變為具有專

業媒體從業人員和遍布各管道的媒體；2012年12月更以「愛瞞傳媒」的名義正

式向澳門新聞局提請註冊登記，成為一個官方註冊的媒體機構。

（四）社交媒體作為獨立媒體和另類媒體的載體

過去二十年來，社交媒體在澳門的傳媒生態中發揮着愈來愈重要的作用。 

雖然本文強調澳門獨立媒體和另類媒體的特徵，但這並非意味着獨立媒體、

另類傳媒和社交媒體是絕對分離、彼此毫無關聯的；相反，這些媒體之間並

沒有一個絕對界限，並已經形成一種具默契的合作關係。澳門的獨立媒體和

另類媒體會分享和傳播對方的消息，也會轉載相關的社交媒體內容；而社交

媒體也成為獨立媒體和另類媒體的一個重要載體和傳播渠道。澳門大多獨立

媒體、另類媒體以及活躍的網民個體都會通過Facebook開設專門的新聞專

頁。以早年澳門知名的Facebook新聞專頁“IMT Channel”（已註銷）為例，該

專頁是由澳門網民楊先生於2010年12月23日創立的，旨在「報導傳統媒體不

會涉及的消息和新聞，保護澳門市民的知情權和公共利益」。楊先生是該新聞

專頁的唯一「編輯」，而專頁發布的所有消息都是其專頁訂閱者在「爆料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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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報導，於是“IMT Channel”三萬多名成員就主動、自願地兼有了「讀者」

和「記者」的身份，他們以報導、評論、分享新聞和資訊的方式對傳統媒體進

行回應、挑戰和反制，特別是報導傳統媒體不會報導的消息和新聞。在這個

意義上，這類社交媒體新聞專頁又類似於上述的獨立媒體和另類媒體。

上述新興傳播主體的出現，標誌着在網絡衝擊下澳門傳媒生態的嬗變，

而這種嬗變並不限於傳媒本身，實際上也打開了一個另類的公共空間，為新

的新聞實踐和可能的新聞民主作出鋪墊。1966年「一二三事件」dp之後，澳門

的傳媒生態整體轉向了親北京官方和澳門政府的溫和保守立場，如論者指

出，「往往沒有善盡傳媒對政府的監督作用，和對社會弊端的揭露和批判」dq， 

排除了必要的公共討論和政府監督。在很大程度上，傳統傳媒生態甚至是將

媒體視為政府機器和社會權力集團所掌控的一種「官方公共領域」，被要求為

「強化國家主義和發展主義的『共識工程』起到積極作用」dr。而上述新興傳播

主體代表着多元、分歧、矛盾、爭論與衝突的論述場域，可以看作是傳統傳

媒生態中被主流媒體霸權所排斥的、處於被支配地位的普通民眾爭奪話語權， 

並形成反抗霸權力量的「另類公共空間」ds。

相對而言，香港傳統媒體政治光譜的寬度更大，能容納更多不同政治立

場——包括青年網絡世代——的政治表達，而且傳統媒體的政治影響仍然非

常巨大，因此香港網民在訴求表達和政治參與的過程中，往往在利用網絡新

興傳播主體的同時，也很重視傳統媒體如電視、報紙、電台等的運用dt。但

是，當澳門網民特別是青年網民進行類似實踐活動時，往往更傾向於上述多

元開放的新興傳播主體及其相應的另類公共空間。可見，新興傳播主體作為

另類公共空間實際賦予了澳門網民傳播、對話與行動的權力，使他們得以繞

開甚至挑戰傳統官方的傳播體系和論述權威，實踐多重的、非正式的、另類

的、反抗的、表達不同體驗的、代表多元認同的自主傳播活動和公共傳播形

式，並在具體的網絡新聞實踐中逐漸展現出新聞的另類想像。

四　網絡新聞實踐

隨着新興傳播主體的出現，回歸以來普通網民也逐漸成為澳門社會政治

生態中不可忽視的行動者。有學者指出，歷史上新聞民主發軔於知情權、「第

四權」甚至「無冕之王」等宏大敍事，但這些話語已有式微之勢，特別是在數字

時代，逐漸轉向普通網民在網絡新聞中的參與和互動等微小期待ek。不過，

澳門網絡新聞總體卻呈現出從微小期待向宏大敍事演變的不同趨勢，即澳門

網絡新聞實踐開始於日常生活中的微小期待，最終指向體制層面的政治改革

等宏大敍事。下文將具體通過澳門網絡新聞實踐——從日常生活中的社會監

督，到針對壟斷企業的文化干擾行動，再到直指政府官員甚至是政府體制的

政治動員的趨勢，進行梳理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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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傳統新聞媒體監督政府的角色不同，澳門網絡新聞發軔於非常 

細微和生活化的日常監督，其受眾對傳統政治議題的關注度非常低，而更關

心網絡新聞在日常生活而非政治參與中的監督功能。比如，筆者發現，除了

《論盡》媒體、《愛瞞日報》和“IMT Channel”等關注社會問題外，網民還自發組

織了各種Facebook新聞專頁，由普通網民充當草根記者，報導曝光相關社會

問題並進行監督。

公共交通是澳門網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網民自發建立了多個Facebook 

新聞專頁和群組來曝光澳門道路交通問題並監督司機的不良行為。比如，對巴

士司機的監督有「澳門實 look司機惡劣行為監察組」（已註銷）、「澳門巴士監察

情報站」等；對的士司機的監督有“Macau Taxi Driver Shame”等；對澳門道路 

問題的監督則有「澳門道路情報」、「澳門道路分享站」等。其中，有Facebook

群組明確表示，希望組織網民對道路交通問題進行監察，從而進一步實現對政

府相關部門的監督。例如，由普通網民成立的群組「澳門巴士監察情報站」首

頁的自我介紹稱：「本人希望與各位居民一起，對所有親身目賭〔睹〕的巴士違 

規情況，以拍照、錄影、文字描述，以及改善意見，都集中在此網頁上，本人

會定期約見交通事務局，向其反映相關的意見。誠邀全澳居民共同參與。」

同時，也有群組表示對澳門相關政府部門喪失信心，希望通過公民記者

的網絡曝光對澳門交通進行監督，呼籲社會良知。例如，「澳門實 look司機惡

劣行為監察組」稱：「澳門車輛太多，道路太少。我們正在關注澳門司機的不

良行為。監察組希望發揮公民記者力量，將看到的惡劣駕駛行為紀錄向大家

發布，法律執行唔到〔無法執行〕，就由我們的良知去做起。」這個新聞專頁在

2012年2月8日才成立，因為非常受歡迎而迅速吸引了28,026人訂閱，在同年

8月9日甚至有1,454個訂閱者同時在線瀏覽並討論該專頁的新聞報導，這樣的

「粉絲」數量和同時在線人數在當時只有五十五萬人口的澳門來說，是相當可

觀的，相比當時澳門其他Facebook專頁和群組來說也非常罕見。該新聞專頁

中的新聞均由網民自發採集、上傳、報導，而新聞專頁公告強調「本專頁轉載

各網友的報料內容，一概不予負責」。這些新聞報導涉及澳門交通問題的方方

面面，從巴士公司管理問題、巴士司機不良行為、交通事故、交通堵塞，到

個人違規停車、闖紅燈甚至行人橫穿馬路等不文明行為。例如，有網民在該

新聞專頁報導其在麥當勞吃午餐期間，發現一輛維澳蓮運公司（已結束運營）

的巴士行駛至麥當勞門外黃線位置，隨後司機不顧車上的十多名乘客而自行

下車到麥當勞用餐近十分鐘，導致車上乘客多有怨言。該網民用手機全程記

錄了這一行為，並選擇在這個新聞專頁曝光。

除了關注交通問題，澳門網絡新聞在社會監督方面還關注消費者權益問

題，也產生不少相應的Facebook新聞專頁。比如，「澳門nxxl shop苦主投訴」

的成立就是由於網民林小姐懷疑其在澳門某家美妝店“nxxl shop”購買的產品

是假貨，因此希望這個專頁能成為更多苦主爆料和投訴的公開渠道。這個專

頁吸引了超過八千名網民關注，並逐漸成為了澳門網民對澳門地區購物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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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消費權益等問題進行曝光報導的一個網絡新聞平台，甚至變為一個全新

的媒體空間，並公開作出「我們只是要聽真話」的宣言。

澳門這些Facebook新聞專頁為關心相關議題的網民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新

聞平台，每個網民都可以通過這些平台生產、發布、消費和分享相關新聞。

這些網絡新聞媒體如上述一些學者所樂觀預期的，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網民

的賦權，令每個人都能成為網絡新聞記者，曝光生活問題、討論社會議題和

參與公共事務。特別是這些網絡新聞平台提供了特殊的匿名爆料渠道，使網

民在參與網絡新聞生產時，其個人身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這種基於社交

媒體的專屬匿名性已經被很多研究證明是鼓勵普通民眾成為公民記者的關鍵

因素el。

但是，這種社會監督功能不能因上述案例而被無限拔高，進而把這種互

聯網時代的「數字看門狗」與傳統新聞的「第四權」等民主監督功能直接等同起

來。實際上，已經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對此提出質疑，甚至批評在此基礎上的

所謂「第四權」概念本身只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概念」em。本研究發現，澳門的

Facebook新聞專頁確實承擔了社會監督的角色，但是這些「數字看門狗」並沒

有直接針對政府和官僚體制，充當傳統西方話語中的「第四權」；相反，它們

更多地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這種監督者角色，關注具體的社會問題而非抽象的

民主理念或者民主體制的確立。

（二）文化干擾行動

隨着澳門網絡新聞的蓬勃發展和新聞實踐的不斷深化，有些網絡新聞的

關注議題開始從原本瑣碎的日常生活監督逐漸指向與政府密切相關的壟斷企

業，如澳門的壟斷電訊商澳門電訊公司（CTM）和巴士公司維澳蓮運（因其車

身為綠色而被澳門人俗稱為「綠巴」）等，並在新聞監督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 

出線上線下的文化干擾行動。以下主要聚焦於兩大新聞事件作為案例分析：

「CTM斷網事件」和「綠巴事件」。它們不僅被傳統媒體、獨立媒體和另類媒體

全面跟蹤報導，網民還成立了專門的Facebook新聞專頁跟進事件發展並組織

相應的文化干擾行動，包括線上的「惡搞」文化創作和線下的抗議行為，而這

些行動又被網民即時地報導到這些專頁上。

CTM是澳門最大的電訊和互聯網提供商和服務商，擁有澳門政府的特許

經營許可證，所提供的服務與其高額收費完全無法匹配，偶發的網絡故障更

是令澳門網民非常不滿。僅在2011和2012年，CTM就發生了四次大規模網絡

故障。在「CTM斷網事件」中，每次故障都導致使用者要斷網幾個小時。但與

澳門政府關係密切的傳統媒體往往僅簡單報導這類消息，並傾向於將斷網事

件歸咎於外部因素如全球性網絡攻擊等en。傳統媒體的此類報導手法令網民

感到憤怒，於是紛紛化身為公民記者，在不同的網絡新聞平台通過各自的親

身經歷跟蹤報導事件。有網民為進一步表達不滿，更成立了專門的Facebook

專頁「澳門仆街網民」，不僅收集、爆料CTM的負面新聞消息特別是網絡故障

情況，還通過新聞報導的形式動員與策劃線上和線下實際的文化干擾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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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術論文 首先是線上的「惡搞」行動。過去幾年「惡搞」已成為澳門、香港和中國內

地非常流行的文化抗議形式，主要是充分利用各種文化資源，將不同資源中 

的圖像、雙關語、歌曲和視頻等有趣但原本無關的符號相結合，轉化成為意

想不到的具有諷刺、幽默意涵的形式，展現戲劇性的效果eo。比如網民將當

時熱播電影《保持通話》的海報惡搞成「冇得通話」（不能通話）而引發網絡上的

強烈反響。其次是線下的「惡搞」行動。「澳門仆街網民」專頁的成員選擇在

2011年5月17日世界電訊日聚集於CTM公司門口，以「仆街」ep的「惡搞」形

式進行抗議，現場活動又被網民即時報導到各網絡新聞平台，在網絡上引起

強烈反響，很快就有超過三千個評論。這一文化干擾路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

了實際成果，CTM不得不派出管理層與抗議者進行談判作出安撫。

類似的文化干擾行動在過去幾年屢見不鮮。網民抗議另一壟斷公司維澳

蓮運的加價提議，也基本延續這一行動路徑。「綠巴事件」的導火索是2012年

3月5日一名八旬老婦乘坐綠巴到站後尚未站穩，綠巴便過急開車，碾壓老婦

致其生命危殆，需截肢保命。事件一經曝光便迅速在網上引起極大迴響，澳

門網民的怨憤開始在網絡爆發。網民在Facebook開設了「維澳蓮運內幕暴

光」、「要求澳門政府處罰維澳蓮運！踢走不合格服務！」、「打倒維運！」、「維

澳蓮運交通意外事故報告」等新聞專頁和群組，匯集網民對綠巴以及相關的交

通、民生、社會議題的意見。這些新聞專頁迅速吸引了眾多網民關注並參與

討論，而討論議題也從對老婦的同情轉化為對社會問題的不滿，以及將對綠

巴的不滿和憤恨擴散為對澳門政府的質疑和不滿。

比如，有網民在名為「要求澳門政府處罰維澳蓮運！踢走不合格服務！」

的Facebook專頁（已註銷）中發布一張名為「穿梭小城，『維』害你我」的拼接圖

片，以「惡搞」的形式匯集綠巴的交通事故照片，批評綠巴的服務，並希望與

政府對話，要求相關部門承擔責任。而綠巴不僅不理會網絡輿論，還向澳門

政府申請加價23%，令問題激化。網民的不滿情緒不斷發酵，針對綠巴和政

府的「惡搞」作品迅速充斥網絡。比如，有網民製作「惡搞」漫畫，借綠巴與政

府官員的對話諷刺綠巴有政府撐腰、官商勾結；有網民製作「陽光政府，照亮

奸商」的「惡搞」海報，海報中的綠巴面露得意，並聲稱「河蟹政府包底，加幾

多都得！」（有和諧政府撐腰，加多少都行！），而「陽光政府」則是當年澳門

政府的施政綱領。

上述的澳門知名新聞專頁“IMT Channel”也介入事件，開始發起網絡民調

並獲得超過六千名網民的點讚支持、超過兩千次的網絡分享和三百多名網民

的留言討論，使網民得以通過這個網絡新聞平台積極參與到這一公共事件的

討論之中。新澳門學社旗下的《愛瞞日報》也對此大做文章，不僅製作大量「惡

搞」作品質疑和譴責綠巴，也激烈批評政府未能恪守職責甚至官商勾結，向網

民有獎徵集「惡搞」綠巴和政府的海報並結集為專題刊出。《愛瞞日報》還成立

「澳門巴士加價，我反對」等專門的Facebook群組，並基於新澳門學社的線下

組織支持，開始發起街頭簽名、遊行示威等線下抗議行動，更直接地表達不

滿和進行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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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澳門網絡不僅被打造成為「惡搞」式文化干擾的另類公共空間，更

成為動員、聯絡澳門網民參與線下行動的重要工具；線上的「惡搞」批評也最

終形成了2012年7月15日線下的要求政府撤回加價決定的示威遊行。遊行現

場處處延續着網上「惡搞」式的歡樂氣氛，特別是行動者製作綠巴模型，再現

「街頭綠巴事故表演」等。這些「惡搞」式的線下表演吸引到媒體採訪以及市民

的圍觀和參與，其照片和報導又被及時上傳到相關Facebook新聞專頁供網民

討論。因此，事件從線上到線下，又從線下到線上，形成某種正反饋，引發

強烈的社會反響。澳門政府最後退讓，直接撤回綠巴的加價申請方案。

在這個過程中，澳門網絡新聞不僅展現出其社會監督功能，更在線上和線 

下實現了文化干擾功能。這種文化干擾功能往往被傳統新聞研究所忽視，因為

傳統研究更關注主流媒體在各種文化和社會行動中的作用，而愈來愈多的學者

對網絡媒體和網絡新聞寄予更多的希望，期望網絡媒體能夠對文化和社會行 

動提供參與、爭議、互動和創新的另類空間，並挑戰傳統主流媒體的霸權地

位eq。澳門網絡新聞的文化干擾功能正以其自主的、創新的、抵抗的和另類的

文化實踐展現出其提供這種「另類願景」的可能。但是，澳門網絡新聞的這種

文化干擾功能往往只着眼於具體的事件和訴求，而並不是許多學者所樂觀期許

的那樣，會對現實社會帶來根本性的影響er；相反，它更多地還是在細微的行 

動層面打開更多可能的空間。換言之，即使其相對於上述社會監督功能已經更

進一步而有了行動意義，但更多的仍是網絡新聞的微小期待而非宏大敍事。

（三）政治動員

網絡新聞的文化干擾功能讓澳門網民和行動者看到了更多的政治參與可能 

性，甚至發展出更宏大的政治理念與改革訴求。網絡新聞平台不僅給澳門網民 

開闢了另類公共空間，也提供了線下集會、遊行、抗議、請願、靜坐、佔領等 

政治行動的動員、組織、傳播渠道，浮現出從線上到線下的政治參與路徑，

並發展出更有組織的、指向政府高官甚至直指特區政治體制的集體行動。

本研究發現，澳門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網絡新聞平台，如Facebook新聞

專頁《愛瞞日報》、「澳門良心」、「愛澳門」等，已經不滿足於上述的社會監督

和文化干擾，而開始利用網絡新聞平台對線下政治動員的積極作用，組織大

型的線下政治行動。它們平時特別側重報導特區政府和官員的負面新聞，而

一旦有負面新聞事件發生便會大肆宣揚，營造網絡輿論，進而組織線下行

動，比如近年澳門比較重要的「反離補」大遊行和「回水一億」行動，都是由這

些網絡新聞平台依循上述動員邏輯實際動員組織起來的。

2014年5月25日的「反離補」大遊行是澳門回歸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示威

遊行，估算約有兩萬人參加，相當於當時澳門每二十三人中就有一人參與遊

行（2014年澳門人口只有五十六萬）es。遊行主要由「澳門良心」發起和組織，

並得到眾多網絡新聞平台（如「愛澳門」）的響應，主要目的是為了反對澳門政

府提案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即《離補

法》），該法案不僅讓特首在任期內享有刑事豁免權，還為特首和主要官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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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術論文 人提供數百萬澳門元的一次性離任補償以及長期的離任「長俸」（離任特首每月

18.9萬澳門元）。這次政治行動源於網絡新聞平台的持續跟蹤報導和曝光，因

為親政府的主流媒體不可能負面報導《離補法》；網絡新聞報導吸引了廣大網

民的關注，特別是當政府及主流媒體無法做出合理回應的時候，網絡新聞更

取得了網民的信任。當網民都湧到這些網絡新聞平台獲取「非主流」資訊時，

後者便能凝聚甚至放大網民的不滿和憤怒等情緒，成為這次大型遊行的重要

基礎；而網絡新聞平台之間的水平結構關係亦為平台間的互動和聯合提供了

組織大型行動的有利條件。

2014年5月14日，《愛瞞日報》Facebook專頁首先發起了一場名為「一人

一相反離補」的線上抗議活動，網民紛紛上傳自己舉牌「貪官離補，實在離譜」

的照片到該專頁上，牌子上還統一用一頭肥豬代表官員。之後，新澳門學社

及其相關網絡新聞平台，如「澳門良心」、「愛澳門」等也相繼行動，發起各種

線上抗議和線下街頭簽名抗議等行動。5月20日，「澳門良心」的周庭希（當時

亦是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及其他兩位負責人到澳門政府總部及立法會提交請

願信，要求撤回法案。請願現場照片被同步上傳到「澳門良心」Facebook專

頁，用於發起「反離補．反特權．撤法案」的「5 · 25遊行」以及「5 · 27着白衫

包圍立法會」的「佔領行動」，並邀請其群組的46,000名網民參與。5月25日遊

行抗議當天，組織者稱有超過兩萬名（警方則估計有七千名）市民參加了遊

行，成為澳門回歸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抗議活動et。抗議者用中文、葡文、

英文等寫了各種標語，並高喊這些標語表達自己的憤怒，除了之前網絡上常

見的「貪官離補，實在離譜」標語和「肥豬」形象，還有「濫用權力」、「苛政猛

於虎」、「高官自肥可恥」、「貪官合法打劫市民」、「撤回加幅，還我生活」、「漠

視民意，死路一條！」、「反貪官，反惡法，要民主」、「不講市民心，高官講

酬金」、「特首貪心無能輩，庸官改法愛錢財」、「月入廿萬要離補？無能官員

離晒譜！」等標語。

此外，上述諸多網絡新聞平台又成為現場報導遊行的媒體和進一步凝聚

參與者情緒的平台。這些現場報導甚至成為了《澳門日報》等傳統媒體和《論

盡》傳媒等獨立媒體的重要資訊源，這有利於行動組織者以其傾向視角傳播新

聞資訊，進一步擴大影響並吸引更多人參與。5月25日當晚，澳門行政會召開

緊急會議應對，要求將法案重新提交立法會審議。26日，行政長官崔世安提

出取消立法會原定於27日討論《離補法》草案的議程。但抗議者並不滿足，打

出「我哋係要撤回，唔係暫緩」（我們要的是撤回，不是暫緩）的口號，並繼續

推進27日包圍立法會的行動。27日下午，市民學生下班放學後陸續穿白衣到

立法會前草地聚集，當晚最終有逾七千人包圍立法會，他們高舉手機、開啟

燈光，照亮廣場，一起高唱經典粵語歌曲《海闊天空》，並高喊「撤回」、「撤

回」、「撤回」。29日上午，崔世安宣布，將致函澳門立法會正式撤回《離補法》

草案。這時，「澳門良心」等幾十個網絡新聞平台才宣布「勝利」，並將這次抗

議行動稱為「澳門更廣泛民主運動的開始」fk。

2016年5月15日的「回水一億」行動也基本遵循這一動員邏輯，且更加駕

輕就熟，行動組織者在此之前已經有意識地總結經驗、積累素材、做好準

備。5月5日，澳門政府決議通過澳門基金會，向暨南大學捐贈一億人民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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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網絡新聞實踐	

以興建港澳學生宿舍，但澳門政府和主流媒體並未主動報導此事和進行積極

溝通，於是再次被新澳門學社及「澳門良心」等網絡新聞平台抓到機會曝光事

件，並發起對該新聞事件的討論。同時，組織者和討論者還通過創作「豬頭」、 

「自肥」等「惡搞」形式的海報，表達不滿、憤懣，明確提出「回水、下台、改

革」的政治口號，動員網民參與15日的線下遊行。最終，當天有超過三千人參

加遊行，示威者繼續把原本新聞平台的「惡搞」形式延伸到線下，在遊行過程

中高舉網絡上的「惡搞」海報，高喊「反對利益輸送」、「改革捐贈制度」等政治

訴求，而這些線下街頭行動又被參與者實時報導到上述各網絡新聞平台。

最後要強調的是，這些網絡新聞平台及其政治動員和政治行動實際上都

與新澳門學社這一政治團體密切相關，要麼是其附屬機構，要麼由其內部要

員成立，是服務和服從於其政黨目標和利益的，主要組織者、參與者如蘇嘉

豪既是「澳門良心」的創始人又是新澳門學社的時任理事長，他憑藉這些政治

行動迅速積累政治資本繼而參與澳門立法會選舉並獲得席位。由此可見，澳

門網絡新聞實踐從微小期待到宏大敍事，從線上到線下，逐漸對澳門的現實

政治生態產生實質性影響，而且這一漸變過程是與特定政治團體的推動密切

相關的，不是一個純粹網絡新聞現象的必然趨勢。

五　結語

過去二十年互聯網的發展不僅催生了「公民新聞」、「草根新聞」、「公共新

聞」、「參與性新聞」和「民主新聞」的概念，也促成了新的傳播主體的興起。在

這一全球網絡新聞大浪潮之下，澳門的網絡新聞實踐有其在地特徵。首先，

澳門網絡新聞的社會監督往往指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社會問題，而非宏大

的政治體制或者抽象的民主概念；其次，澳門網絡新聞也起到文化干擾的作

用，但這種文化干擾往往着眼於具體的事件和訴求，而非根本性的社會變革。

這些特徵不僅展現出澳門網絡新聞實踐的在地性，同時也呈現出網絡新

聞改變傳媒生態的潛力。在我們看來，澳門網絡新聞實踐的現實意義並不僅

僅在於其在傳媒生態內部如何變革新聞範式而衝擊傳統媒體，而是在於其改

變了整個澳門傳媒生態而深刻影響回歸後的集體社會情緒，這才是互聯網傳

播所創造的主體性意義所在。在澳門的傳統傳媒生態中，報紙、電台、電視

台等傳統媒體均以「愛國愛澳」為基本立場，以「澳媒澳辦」為主要方針，與澳

門特區政府保持高度一致fl。受這一傳媒生態的影響，澳門往往被看作是一

個「寧靜的小城」，澳門人則是沉默、樸素、不愛衝突、不會抗爭的小市民，

澳門社會也是一個相對安寧、平和、和諧的社會fm。但本文所呈現的各種網

絡新聞實踐正在迅速衝擊甚至改變澳門社會主體形成的方式。隨着傳播主體

的多樣化及去中心化，澳門社會與政治文化的變化也日漸明顯，2014年的「反

離補」大遊行被看成是為澳門社會和政治的轉捩點fn，顯示出這一變化的深刻

影響。

實際上，傳媒生態視角將傳媒視為基礎性的生態或者環境，突顯傳媒與

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因素之間的生態關係，強調傳媒對社會的生態

c176-201904024.indd   109 19年12月5日   下午6:21



110		學術論文 性影響fo。回歸以來澳門傳媒生態的變遷便逐漸顯現出其對澳門社會及政治

的生態性影響，一是打開另類公共空間帶來新的政治行動路徑，二是塑造新

的社會主體成為新的政治力量。首先，澳門網民藉由從線上到線下的新聞實

踐打通了線上線下兩個原本分割的政治場域，形成一種互相增強的螺旋式放

大模式，並最終聯合線上線下產生政治合力效果。其次，新的傳播主體的浮

現也塑造了對政治參與日益積極的青年網絡世代，他們作為新的社會主體開

始介入澳門的政治生態並積極參與街頭行動或者立法會選舉等，已經成為澳

門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因此，傳媒生態變遷的這種影響還將持續，未來如

何演變值得繼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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